
没有规矩
,

就没有政党

由中纪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

辑的《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

规矩论述摘编 》近 日正式出版
。

习

总书记把规矩的意义提得很高
:

没

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
,

更不成其为

马克思主义政党
。

十八大后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

趋势就是
,

规矩越来越多地条文化
,

变成了纪律
,

纪委系统的执法也越

来越严厉
。

对一个政党而言
,

所有

的规矩
,

第一位是政治规矩
。

习总

书记强调
“

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
,

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
” ,

关键

指向就是
“

党 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
” ,

这是所有规矩中核心的政治规矩
。

十八大后中央抓纪律和规矩
,

核心

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

一领导
。

对于中国社会而言
,

这一

点的重要意义在于
,

在一党长期执

政的情况下
,

如何防止党内出现形

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
,

如何防止

出现党 内同党外相互勾结
、

权钱交

易的政治利益集团
。

因此
,

我们不

能从一般的反腐败意义上去理解规

矩问题
。

一个政党将规矩提升到 自

身存在与否的高度上
,

那意味着是

政治问题
。

可以说
,

维护党 中央的

集中统一领导
,

就是党内讲规矩的

最大政治
。

(摘 自《南风窗》20 16 年第2 期
,

赵 义 /文 )

在一定意义上说
,

国家治理现

代化的过程是培育社会资本
、

推进

民主法治建设的过程
。

摆脱政府管

理困境需要公民社会的生长
,

好民

主需要丰厚而 良胜的社会资本
,

中

国政治的和平转型需要培育和积累

社会资本
。

今天
,

执政党该如何对

待社会 ? 如果党组织顺应现代文明

趋势的要求
,

积极参与其中
,

支持和

引导推进法治意义上的民主 自治
,

基层党组织是可以在民主自治中获

得很大政治空间的
。

积极参与社会

资本的培育
,

恰恰打开了执政党未

来 的真正空间
,

使它获得新 的活

力
。

我们国家虽然目前还没有这样

的制度设计
,

但在将来逐步扩大基

层社会民主选举时
,

培育的社会资

本可以为今后打下扎实的社会基

础
,

进而大大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

的法理性基础
。

(摘 自《炎黄春秋》2 0巧 年第 12

期
,

蔡 霞 /文 )

除短期性思维
,

明确城市长期发展

的战略
。

再次
,

要在城市发展中引

人时空坐标
,

推进多元化
、

差异化的

发展
。

城市时代的城市变革
,

不是

发展生产力那么简单
,

而是关乎整

个国家和民族的活力与变革
。

要郑

重审视城市发展的节点意义
,

沉下

心来推动系统的城市变革
。

(摘 自 2 0 16 年 l 月 2 1 日 《社会

科学报》
,

吴晓林 /文 )

化解
“
问责的尴尬

”

需要实现有效的制度平衡

“

城市中国
”
呼唤系统的

城市变革

培育社会资本与

执政党的政治空间

谈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建设
,

不

能不谈社会
。

究其本意
,

治理是国

家与社会的合作
。

社会和政府合作

达成的基础性条件在于拥有丰厚的

社会资本
。

中国共产党能否在未来

的政治进程中获得新的政治空间
,

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对公民社

会的成长有清醒正确的认识
,

能否

积极主动地培育社会资本
。

时至今 日
,

中国的城市化率已

经超过 55 %
,

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

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课题
。

中国面临

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
、

农村居民向

城市居 民
、

农村管理向城市管理整

体转轨的变局
。

除了与其他国家面

临同样 的普遍性问题之外
,

中国的

城市还面临
“

城市化本身的问题
”

与
“

治理经验滞后
”

双重叠加的特殊性

问题
。

历史地看
,

城市化在将人们

卷人城市实现其梦想的同时
,

也将

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并卷

人城市中心 ;现实地看
,

城市化一旦

陷人资本主导的误区
,

会为城市治

理埋下诸多隐患 ; 自然地看
,

与农村

的自然系统相 比
,

城市是一个人造

系统
,

缺乏与 自然的互动
,

增加了城

市的脆弱性
。

所有这些
,

都不能通过单纯的

经济建设解决问题
,

需要有长远的
、

系统的改革保驾护航
。

首先
,

要坚

定地保卫城市 中产阶级
,

尊重广大

城市居 民的主体地位
。

其次
,

要摒

从权力运作的断面观察
,

如果

权力 自身的运行逻辑没有改变
,

问

责就只是一种不确定的风险
,

不具

备足够的威慑力
,

也就无法遏制权

力的惰性和寻租冲动
。

在一定意义

上
,

问责就是参与各方运用国家权

力和实现利益 的博弈
,

是参与各方

追寻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平台
。

当前
,

大多数人对问责制的认识停

留在有一事问一事
、

出一事责一事

上
,

与问责制度的法律文本若即若

离
。

现行的问责制度在客观的公共

行政环境中出现的这种尴尬局面
,

耐人寻味
。

问责制度从建立到发挥作用是

一个渐进的过程
,

需要在实践中不

断冲破问责尴尬的藩篱
,

在既有政

治格局中实现有效的制度平衡
。

化

解问责的尴尬
,

必须通过制度建设

科学配置权力
,

确保权力运行公开
、

透明
、

规范
,

特别是注意保持制度建

设与责任追究政策
、

法规的有机统

一
,

保持上下位制度和同位阶制度

之间的衔接匹配
。

在具体实践 中
,

问责尴尬的有效化解关键在于各利

益枚关方乃至社会公众的积极监

督
,

建立起透明公正的监督体系
,

确

保问责行为合法
、

程序合法和方式

合法
。

在问责效果的利弊权衡中
,

必须正确理解制度的刚性弯顶
。

为

正向激励官员有效作为
,

对于锐意

创新的官员应该提供相对宽松的环

境
,

对于在行政过程中非故意或者

有重大过失犯错的
,

应该酌情减轻

或者免除责任追究
,

但这里的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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